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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導向文化之安全管理

學生：李俊佳 指導教授：許尚華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博士班

摘 要

關係導向的文化普遍存在大中華地區(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近來，愈

來愈多的組織研究者對於關係導向的文化的管理模式有著濃厚的興趣，然而，回

顧過去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安全管理的領域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本篇論文第

一部份探討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本研究以台灣高風險產業作為研究對象，

試圖探討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模式，本模式假設組織階層的因素會透過團隊

階層的因素來影響個人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研究的結果支持我們原先的假

設，我們發現在關係導向文化中，安全領導風格(管理者對於安全的承諾)與組織

氣氛(和諧人際關係)會影響團隊階層的運作(如，安全監督、安全報告、團隊合

作)，進而影響到個人安全覺知及安全行為。

另外，面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很多的企業正快速將生產與製造的基地從已

開發國家移往新興開發中國家，跨文化差異的管理問題愈來愈重要，回顧過去在

安全管理的領域的研究，我們同樣也發現在安全管理領域跨文化差異比較文獻並

不多。因此，論文的第二部份則嘗試從跨文化安全管理的角度，探討不同國家間

安全管理的差異。本研究比較台灣與日本的組織安全氣候的特性與安全管理模式

的差異。本研究以台灣與日本煉油廠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安全氣候的

特性為：由上而下控制的安全領導風格，反應式的安全管理方式，關係導向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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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互動，以及服從驅動式的安全行為。而日本安全氣候的特性為：由下而上參與

的安全領導風格，主動式的安全管理方式，任務導向的團隊互動，以及目標驅動

式的安全行為。此外，從安全管理模式的比較中顯示在台灣，組織因素對於個人

安全績效的影響大多發生於認知的層次(cognitive level)，亦即知識與覺知的層

次。而日本組織因素對於安全績效的影響大多發生於行為的層次(behavioral

level)，亦即行動的層次。

本篇研究的結果將不僅提供我們在台灣的高風險產業以及其他關係導向文

化地區進行安全管理改善計畫的依據，同時也可以提供企業更有效洞察安全管理

如何從已開發國家遷移到新興國家的過程，有助於企業進行全球化的參考。

關鍵字：關係、關係導向、跨文化、安全氣候、安全管理、高風險產業、職業安

全、組織文化



iii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guanxi-oriented culture

Student: Chun-Chia Lee Advisor: Dr. Shang Hwa Hsu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theorist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pay research attention to the

workforces of emerging countrie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s, where guanxi-oriented

culture is prevalent.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factors affecting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se countries. This first study of the research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zational level factors, work group level factors, and safety

awareness and practices in Taiwan, which like most regions of greater China is

guanxi-oriented (relationship-oriented). We hypothesized that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a guanxi-oriented culture, characterized a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harmonious

atmosphere, would influence group level safety management, which would in turn

influence individual level safety awareness and practice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a

safety climate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o Taiwanese plants in high risk industries.

We found that leadership style (management commitment) and harmonious

atmosphe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work group

processes,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individual safety awareness and practices.

Moreover, in the present era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re moving increasingl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emerging countries. Safety

management programs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should effectively consider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fluence mechanisms in different



iv

countries. However, such attempts were rarely conducted in prior literature. The

second study of the research attempted to identify idiosyncrasies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safety and their influence mechanisms in Taiwan and Japa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employees of Taiwanese and Japanese oil refinery plants. Results

showed that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safety differ in the two countrie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ese plants are highlighted as: top-down

directive safety leadership, reactive safety management approach,

relationship-focused teamwork style, and conformance-driven safety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Japanese plants are highlighted as: bottom-up

participative safety leadership, proactive safety management approach, task-focused

teamwork style, and goal-driven safety performance. The cas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workers’ safety performance reveal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safety performa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Taiwan takes place at the cognitive level (i.e., knowing and

awareness) whereas in Japan it takes place at the behavioral level (i.e., action).

These findings can serve as a basis for safety improvement in the greater China

areas (guanxi-oriented culture) and provide insights into areas of safety improvement

in emerg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respectively.

Keywords: Guanxi; Guanxi-oriented culture; Safety climate; Safety management;

Cross-cultural; Occupational safet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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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及目的

「安全」在風險較高的產業的營運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任何安全事故或意

外事件的發生，都將造成企業難以彌補的損失。因此，如何有效的提升工作場所

安全管理的效能，已成為高風險產業營運管理最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

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同階段的安全管理方法及相關的技術也有明顯的差異。

Wiegmann 等人 (2002)曾將安全管理的演進分成四個不同的階段，分別是技術改

善期、人員改造期、社會-科技系統謀合期、以及安全文化塑造期。技術改善期

是安全管理發展早期的階段的重點，本階段著重在安全系統機構與技術的改善，

安全管理人員期望透過設備設計與改進，以提升設備可靠度，進而降低安全事故

的發生。然而，在三浬島事件發生後，安全管理的焦點從技術的改善轉為人員失

誤的改善，稱為人員改善期。本階段著重在人為失誤(Human error)發生原因的探

尋，以找出人為疏失的預防方法及改進措施，以提升人員的安全績效。隨著系統

愈來愈大也愈複雜，安全管理的概念逐漸進入了社會-科技系統謀合期，這個階

段的專家認為造成事故的原因為人員與技術設備在互動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所

致，若要提升安全管理的效能，應該從提昇人機互動的效能著手，當人員與系統

的互動謀合良好時，自然能夠增進安全管理的效能。這個觀念一直持續到車諾比

堡核電廠(Chernobyl)與波帕爾(Bhopal)化學災變事件之後，開始發生很大的轉變。

很多探討安全意外發生的因果理論(accident causation theory)研究中便發

現，組織與管理因素是造成大型複雜系統安全意外或事故的潛在要因(Pidgeon &

O’leary, 2000; Reason, 1997)。而知名的安全管理學者 Honagel 與 Woods (2005)也

指出大型複雜系統事故發生的原因中，約有 30-40%可以歸因於組織與管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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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效所造成。由於這些組織與管理因素對於產業安全績效的影響愈來愈受到重

視，許多企業便將這些因素視為評估公司安全管理績效重要的參考指標(leading

indicators) (Flin et al., 2000; Takano et al., 2001)，而這個時期則被統稱為安全文化

塑造期。本階段安全管理著重於透過組織文化的塑造，來改善組織的安全管理系

統，進而影響到組織成員的安全信念、價值觀、以及行為。比起過去三個時期，

組織安全文化所影響的層面是相當全面而廣泛，不僅需要注意人員及技術的改

善，同時更要重視整個組織文化的塑造及組織與管理因素對於個人安全績效的影

響。對風險較高的產業而言，如何能從塑造組織安全文化的過程中，找出影響安

全績效的組織與管理因素，將成為有效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重要的關鍵。

為了解組織與管理因素對於企業安全的影響，過去的三十年，安全管理的學

者們曾經進行一系列的研究，這些研究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的研究著重於探討

影響企業安全的組織與管理因素 (Flin et al., 2000; Glendon & Litherland, 2001;

Hofmann & Stetzer, 1996; Lee & Harrison, 2000; Mearns et al., 1998; Zohar, 1980)；

第二類的研究則從績效的角度來探討組織與管理因素與企業安全績效(如傷害、

意外與事故)的關聯 (Huang et al., 2006; Siu et al., 2004; Varonen & Mattila,

2000)；第三類的研究則試圖建構組織與管理因素與員工安全行為的關係，期望

能找出組織與管理因素與安全行為的影響模式 (Neal et al., 2000; Oliver et al.,

2002; Seo, 2005; Tomas et al., 1999)。雖然這些研究提出了卓越的洞察分析，有助

研究者們更加了解組織與管理因素與企業的績效及組織安全行為的影響關係。然

而，我們卻發現這些結果並無法適用於不同的文化中，原因之一便是組織與管理

的因素經常會受到外在環境如經濟、社會技術、以及國家文化的影響(Helmreich &

Merritt, 1998)。由於在不同的國家文化中，組織與管理的因素的差異特性將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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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管理的績效產生不同的效應，因此，當我們在某一個文化中探討安全管理

的影響關係時，國家文化的特性對於安全的影響需要被考慮。

近來，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開始受到許多組織研究者的矚目，特別是大中華

地區(包含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區)人力資源及生產力更是受到許多企業的重

視。在亞洲地區，特別是在華人的文化中有一個普遍存在且重要的特性便是“關

係(guanxi)”導向文化的概念。關係意謂一種特殊的社會連結(Yang, 1994; Yeung &

Tung, 1994)，與西方的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的概念有很大的差異

(Xin & Pearce, 1996)。這樣的概念對於大中華區(或稱儒家文化)的企業管理制度

與組織中員工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 (Tsui & Farh, 1997; Xin & Pearce, 1996;

Hofstede & Bond, 1988)。關係導向的文化傾向集體主義，強調利他、公共道德、

群體紀律與忠誠度，以及階層化的次序關係 (Hwang, 1987; Ho & Chiu, 1994)。另

外，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的人們，特別強調和諧的工作關係、(Tsui & Farh, 1997;

Warner, 1995; Westwood, 1997)，這些特性深深影響組織的結構，人員間及上司與

下屬間的互動 (Tsui et al., 2004; Westwood, 1997)。雖然關係導向文化對於組織行

為的影響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視，然而，在回顧一些重要的安全管理的文獻後

(Guldenmund, 2000; Seo, 2005)，我們發現探討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的研究並

不多。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便是探討從關係導向文化的特性中

試圖建構可能的安全管理的影響模式。這部份將以台灣的風險較高的產業為例，

這些產業如石化廠、煉鋼廠，皆屬於資本密集(capital-intensive)的產業，工廠的

任何工安事件不僅會造成企業財物的損失，同時也容易造成環保團體抗爭，造成

企業營運成本與壓力增加，連帶增加企業營運的風險。台灣，在華人的世界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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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與關係導向文化的國家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這部份的

研究將可提供未來在受到關係導向文化影響的組織導入安全管理改善制度的參

考。

此外，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很多的企業正快速將生產與製造的基地從已

開發國家移往新興開發中國家。當有些企業嘗試直接將某一個已開發國家成功的

安全管理制度直接導入到其他新興開發中國家的子企業時，這移轉的過程往往會

遭到一些阻礙，其原因通常來自不同國家間文化差異所衍生的安全管理上問題。

為了讓海外子企業可以順利推動安全管理制度，母企業的管理階層應考慮不同國

家文化在安全管理上不同的特性，同時也須了解其安全管理影響模式的差異。近

來，安全管理中文化差異的議題已經逐漸受到安全管理研究者們的重視，然而，

回顧過去在安全管理領域的文獻，從文化差異比較的觀點來探討組織安全管理的

研究也不多見。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便是希望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比較不同國家間安

全管理的差異，並提出安全管理的策略建議。本研究試圖從不同國家影響安全氣

候的組織與管理因素比較中，找出不同國家間安全氣候的特性，同時也試圖探討

不同國家間安全管理模式的差異。本研究將以台灣與日本的煉油廠為例，煉油廠

屬於資本密集(capital-intensive)的傳統產業，而台灣與日本代表兩個典型的關係

導向文化的國家，其中台灣是亞洲新興國家的代表，日本則為亞洲已開發國家的

代表，兩個國家皆是亞洲重要的工業重鎮，同時也有密切的經貿關係，隨著亞洲

新興市場的崛起，台灣與日本的安全管理差異比較的研究，將可協助企業了解在

關係導向的文化中，不同國家間安全管理的差異，並提供未來企業進行安全改善

計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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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論文章節架構

本研究共分五個章節。第一章主要描述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以及章節的架

構說明。第二章則探討安全管理相關的文獻，包含意外發生的因果論、組織安全

文化與安全氣候的概念、影響組織安全的因素及其對安全績效的影響、以及國家

文化對安全管理的影響。第三章從關係導向文化的觀點，探討在此文化下可能的

安全管理模式為何。第四章則從跨文化的觀點，探討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的差異

特性，以及兩個國家安全管理模式的不同。第五章則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後續研究

方向建議。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可以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討論過去的學者所提出意外形成的過程，以

及意外發生因果理論；第二部份則探討安全文化與安全氣候的由來及定義，第三

部份將探討安全文化或氣候中的組織與管理因素；第四部份探討組織與管理因素

對於安全績效的影響；最後，我們將從國家文化著手，了解過去關係導向文化中

安全管理的研究。

2.1 意外因果理論 (Theory of accident causation)

為釐清意外發生的因果關係，學者們試圖從過去意外的肇因中來建構意外發

生的因果模型，透過模型中所建構的規範及假設，在意外發生之前可以事先預

防，以避免意外的發生。Joksimovich(1992)便認為，意外並非是瞬間發生的事，

意外的發生如同一連串的骨牌效應，是集結多重原因或事件，並透過持續的人為

行為或決策疏忽所造成。

而 Cooper (1998)曾經進行一系列的探討說明肇因發生因果模型的演進，有

關各個模型的細部的描述，整理如下。第一階段的模型為 Heinrich 的骨牌理論模

型(Heinrich et al., 1980)，這個模型認為肇因發生的原因是由一連串的因素所造

成，這些因素包含社會環境及個人的特質、缺點或錯誤、不安全的行為、意外、

傷害、損壞。第二階段意外因果模型為 Weaver(1971)所提出的骨牌理論。Weaver

修正 Heinrich 的骨牌理論，Weaver(1971)的骨牌理論與 Heinrich 的模型雖然一

樣，然而 Weaver 把意外的重點放在第三個骨牌上，他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提問 “什

麼是不安全的行為?”、“為什麼它會發生?”、“這些情境下的規則與程序是否知道?” 

這些問句來幫助我們了解意外發生可能的中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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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意外因果模型為 Adams(1976)所提出的骨牌理論，Adams(1976)的

骨牌理論與以前學者最大的不同是，他以組織管理的角度來看疏失的發生，而非

以個人行為及環境的角度。他認為，肇因發生的原因是由於一連串的因素所造

成，這些因素包含：管理架構、運作疏失、策略疏失、意外、傷害、損壞等因素。

因此，在此階段，管理的概念已經開始受到關注。

第四階段意外因果模型為 Bird 與 Loftus 所提出的骨牌理論(Bird & Loftus,

1976)。Bird 與 Loftus 兩人及 Adams(1976)同時都將管理的觀點應用於骨牌理論

上，然而與 Adams 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模型同時考慮了個人因素及管理因素。

他們認為肇因發生的原因是缺乏有效控制(沒有標準)、不良的操作人員或是不佳

的工作因素、以及不安全行為或是不良的狀況、意外發生、生命或產品的損失所

造成。

第五個階段意外因果模型為 Reason 的組織病原理論(Reason, 1991, 1997)。

Reason 認為前述幾個模型雖然可了解意外形成的過程，但卻缺乏對於與環境的

互動的了解，在探討個人不安全行為並給予員工責難的同時，應考慮環境是否存

在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因此，在車諾比事件發生後，Reason 提出組織病源理論。

他將意外的形成比喻成人體的潛伏的病原發病，而組織亦如同人體一般帶有病

原。之後，Reason 把潛伏的病原 (resident pathogen) 改稱為潛在的失效(latent

failures)。Reason 將失效的種類分成兩類：潛在的失效 (latent failures) 及活動的

失效 (active failures)。前者由組織或管理因素所引發，後者由個人因素所引發。

潛在的失效會存在組織與管理因素中，並與其它組織中的潛在失效結合，而活動

的失效是由於個人不正確的態度及不經意的錯誤行為所造成。在潛在失效存在的

情況下(組織與管理因素)，若經由活動失效(個人不安全行為)所觸發，則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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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發生。

在 Reason 的肇因模型中，各種形式的生產系統包含下列五種基本元素，包

含高層的決策、管理者與人員的互動協調、技術與人力資源的準備、生產過程所

需的人力、物料及技術、潛在傷害環境的防禦。對照車諾比堡事件，運轉人員所

犯的疏失若在成熟、穩定的組織中，員工應能立即發現，由同儕予以制止，而現

場管理者也會給予指引。而管理階層做出錯誤的決策後，若組織存有質疑的態度

與有相互溝通的習慣，組織中錯誤的決策必定可以很快的被修正。顯然地，在車

諾比核電廠的運轉人員在引發活動失效之前，整體組織的體系中，早已充斥著潛

在的失效，以致事件由運轉人員所觸發活動失效後，一發不可收拾。

從 Bird 與 Loftus(1976)的骨牌理論與 Reason(1997)的組織病原理論模型中，

我們可以發現組織與管理的因素對於組織的安全有著重要的影響，在討論如何增

進組織的安全管理的同時，組織與管理的因素將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2.2 安全文化的定義與架構

「安全文化」一詞，最早出現於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針對車諾比事件的報

告中，在報告中提到制度及管理上的缺失及機能失調是造成此次事件最重要的原

因。IAEA 在隨後的 75-INSAG-4 (INSAG, 1991)報告中，定義安全文化為一種「組

織與個人所建立，超乎一切的特性及態度，主要的目的是確保安全性的議題在各

項作業中能夠得到應有的重視」。另外，英國的核能設施安全諮詢委員會(ACSNI)

於 1993 年的文件中定義，安全文化是「組織的安全文化是個人和群體共享對安

全的價值觀、態度、能力和行為模式的產出物，此產出物決定了一個組織對安全

的承諾、安全計畫的型態、和執行的純熟度，具有優良安全文化的組織應具備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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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溝通、對安全重要的共識及對防治措施的效率具備信心」(ACSNI, 1993)。

這個定義不僅包含個人層面、組織層面，以及管理層面的事物，同時也強調組織

中互信的溝通等團隊層面和對安全的共識」。由上述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文化

是一種多層面的概念，若要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安全管理，應該考量不同的面向

的組織與管理因素。

有關安全文化或者是安全氣候的模式，國際核能安全小組（INSAG）在 1991

年於 NO.75-INSAG-4 的文件中，就提出安全文化三個層面的架構，分為政策層

面、管理層面、個人層面，如圖一所示，以下分別對此三個層面逐步說明：

1. 政策層面：在最上層的政策制定者，應當針對安全法規予以明確的訂定，履

行立法責任，促進安全承諾以達到對社會大眾及環境保護的責任，同時管制

人員應受相關法規所規範。其重要的因素包含了安全政策聲明、管理體制、

資源及自我管理。

2. 管理層面：此一層面屬於組織內部的考量，確認員工的能力及責任範圍，避

免因責任分散、能力不足或害怕懲罰而不敢據實回報安全問題，再加上員工

的訓練，使安全文化深入組織，而且對於工作的安排能夠真正做到適才適

用，且組織透過不斷稽查的循環過程中，達到正向的安全文化。重要的因素

包含了責任歸屬、安全實務的控制、證照資格和訓練、獎勵和懲罰、稽查、

審核和比較。

3. 個人層面：由於態度及價值觀的不同，或許面對他人的錯誤意見而不表示意

見，或許無意於安全議題上做澄清溝通，諸此種應加以改進。重要的因素包

含了質疑的態度、嚴謹明辨的做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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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INSAG 安全文化的架構 資料來源：INSAG (1991)

另外，由 Taniguchi 等人（1995）和 Watanabe（1996）提出的安全文化層次

圖中，更能很清楚地描繪出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安全管理、與個人安全覺知之

間的關係。這個模型包含了五個層次，由模型中可看出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會影

響安全管理，而安全管理再影響安全覺知，再由安全覺知影響安全行為進而影響

安全績效，其中安全績效位於最高的層次。在此模型中，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管理

者可以輕易的如日常活動一般做出管理承諾，且認為安全管理是能操縱的組織因

素，組織因素模型如圖二所示。

政策階層
（對決策階層的要求）

公佈安全政策

建立管理體制

資源支援

自我管制

個人承諾
（對個人的要求）

質疑的態度

嚴謹與明辨的作法

相互溝通的習性

管理階層
（對管理階層的要求）

權責明確

作業安排與管理

人員的資格審查與
訓練

獎勵與懲罰

稽查、審核及比較

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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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安全文化層次關係圖 資料來源：Takano et al. (2001)

而 Cooper（1998）也認為，安全管理系統應整合組織的機制，設計出可讓

組織健全，並帶領組織迎向安全的趨勢，而此機制應與目前的法令規範一致。

Cooper（2000）更確認安全氣候（人員構面）、安全行為（行為構面）及安全管

理系統（狀況構面）形成了一個相互影響的安全文化模式，如圖三。組織團體的

領導及對安全的支持提昇了組織成員的安全覺知，同時也加重了個人對安全的責

任及安全的控制，並進而增進了個人對安全行為的重視及安全處理能力，而整個

安全管理的過程也同時影響了組織團體及成員個人的安全信念。

這些都是從整體的概念架構出的安全文化模型。藉由安全文化架構的探討，

即可瞭解各個構面的因果關係及相互影響的層面，明白組織安全文化的組成要素

及相關影響過程。而在這些安全文化結構研究中，都顯示了安全文化包含了不同

層面因素，並且大致可將安全文化的層面區分為組織氣候（政策層面）、安全管

理系統（管理層面）、個人安全覺知與行為（個人層面）。本研究所採取的安全管

層次 0：安全績效

層次 1：安全行為

層次 2：安全覺知

層次 3：安全管理

層次 4：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

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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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與問卷（Takano et al., 2001, 2004）便是採用此模型的概念，我們假設組

織文化與氣候因素會影響安全管理因素，進而影響個人的安全覺知與行為。

圖三 安全文化影響模型 資料來源：Cooper (2000)

2.3 安全氣候的組織與管理因素

安全文化與安全氣候經常會被交互使用，Cooper（1998）認為安全文化是長

期動態且持續變化的，需要可靠的測量工具才能達到改善的目的。由於安全文化

不易被衡量，Cox 與 Flin(1998)建議可以用安全氣候來代替。安全氣候可視為是

組織在某一個時點的安全狀態，反映出員工對安全的政策、程序及作業的知覺

(Barling et al., 2002)。從這個觀點來看，安全氣候涵蓋組織中不同的層面，若要

詳細探討組織的安全氣候，應該同時考慮不同層面的組織與管理的因素。

（人員構面）
安全氣候：
知覺的審查

（狀況構面）
安全管理系統：

客觀的審查

（行為構面）
安全行為：
行為的抽樣

內在心理因素

外在觀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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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者已經探討了很多安全氣候的組織與管理的因素，這些研究中並

無法找出共通的評估標準。為了更有效的評估影響安全的組織與管理的因素，我

們採用組織運作觀點(how an organization functions)來探討。通常一個組織運作的

方式如下(Reichers & Schneider, 1990; Rentsch, 1990)：

首先，組織通常會為了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來設定營運的目標，此時組織不

同的階層則會根據這些營運的目標發展不同層次的管理策略，不同的層次的概念

包含政策(policies)、程序(procedures)，以及作業(practices)。高階主管主要負責公

司的政策制定以及決定策略目標，以及完成這些目標的方法。中階主管則會根據

高階主管的目標與策略，發展出戰術性的行動綱要，以及發展執行完成目標的作

業程序與步驟。工作團隊的基層主管則負責執行高階與中階管理階層的政策與作

業程序，給予現場的員工作業指導，提供工作的指示，以及監督員工的工作來確

保作業的安全及可信度 (Zohar, 2000; Zohar & Luria, 2005)。因此，從組織運作的

觀點來看，這三個不同管理階層皆有可能影響個人的安全績效。

基於上述組織階層的觀點 (Dansereau & Alutto, 1990; Zohar, 2000)，我們可

以將組織與管理的因素分成三類，分別是組織階層因素(organizational level

factors)，工作團隊因素(work group factors)，以及個人層次的因素(individual level

factors)。

2.3.1 組織階層因素

組織階層的因素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為會影響安全決策制定的因素，如「管

理承諾」、「員工授權」、「持續改善」、以及「人際關係」。管理階層對安全的承諾

在過去安全氣候的研究中，經常被視為是影響組織安全最重要的的因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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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har, 1980)。當高階管理者對安全有承諾時，會提供足夠的資源來協助改善安

全，同時也會支持並親自參與安全活動。Barling 及 Zacharatos (1999)發現高程度

的管理階層對安全承諾會影響員工的安全績效及行為。員工授權意謂著員工在參

與安全會議或安全決策制定的過程中可以擁有的相對的權責。員工授權在很多有

關安全氣候的研究中，也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組織安全因素 (Dedobbeleer &

Beland, 1991)。透過對員工授權不僅可以增加員工對於個人及團隊安全職權的責

任感(Geller, 1994)，同時也可以降低由於個人不安全行為所帶來對於團隊或組織

的傷害(Hechanova-Alampay & Beehr, 2001)。持續改善的態度是品質管理的重要

因素之ㄧ，也是組織進步的驅動力。擁有高度持續改善的態度的員工並不會滿足

於安全績效的現狀，他們總是會不斷的尋找可以改善工作場所或作業安全的方

式。在這樣的組織氣氛中，員工會在問題發生之初便意識到問題，了解問題，並

針對問題提出因應之道。如此正面積極的安全態度是主動式安全管理(proactive

safety management)的前提。人際關係則是另一個組織階層的重要因素，員工間人

際關係對於完成組織目標非常重要，因為它會促進組織間的溝通。在 Helmreich &

Merritt (1998)的研究中便發現，比起其他西方國家的駕駛員，台灣的駕駛員認為

與同儕及上司保持良好的關係具有重要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發現顯示

人際關係對於研究跨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第二類組織階層的因素為安全管理因素，包含「安全活動」、「安全管理系

統」、「獎懲系統 」(Lee & Harrison, 2000; Mearns, et al., 1998; Wiegmann et al.,

2002; Williamson et al., 1997)。安全活動的定義很廣泛，安全訓練與安全競賽是

最常見也最常被採用的安全活動。透過安全訓練可以提升員工的安全知識及技

能，以增加員工處理安全作業的能力。而透過安全的競賽的進行，可以培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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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譽感，進而可以提升員工及團隊安全知覺的能力。安全管理系統主要反應安

全政策的正式化(Formalization)與安全作業規格化(Formulation)的程度，在安全管

理系統中會描述了安全問題如何被定義、調查、評估、控制及解決(McDonald et al.,

2000)。一個具有成熟安全文化的組織會主動做好風險管理。最後，獎懲制度代

表高階管理階層增強員工安全行為以及矯正不安全行為的方式(Eiff, 1999; Geller,

2001)，研究顯示非責備式的獎懲系統會鼓舞員工誠實的報告工作現場的安全問

題(Reason, 1997)。

2.3.2 工作團隊因素

工作團隊的因素包含「監督」、「團隊合作」與「安全報告」。監督表示基層

主管願意花費心力投入在指導與監督員工安全的程度。研究(Simard & Marchand,

1994)指出當基層主管會經常性的推動安全時，員工的績效也會跟著提升。而基

層主管願意給予更多的回饋或是花時間來監督員工作業時，在組織的安全績效也

會有所改善(Mattila et al., 1994)。團隊合作意謂團隊成員間溝通、協調、及合作

的程度。團隊合作在高風險行業安全的程序性控制系統作業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研究指出，在高風險的複雜系統中，事件或意外的發生通常與團隊合作失去

效能有很大的關係(Helmreich & Merritt, 1998)。安全報告意謂員工願意誠實報告

工作現場安全問題，有效的報告系統可以使管理者有效掌握工作現場的安全問

題。報告系統不僅可被看做是事件發生時組織資訊分享與組織學習的重要機制，

同時也可以被視為是主動防範事件發生的重要方式(Rea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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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個人層次的因素

個人層面的因素包含「安全自我效能」、「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Brown

et al., 2000; Mearn et al, 1998; Zohar, 2000; Neal & Griffin, 2002) 。安全自我效能

描述員工對個人自身安全工作能力的信念(Brown et al., 2000)，它會影響員工所感

知的安全控制(safety control)，而研究指出安全控制則是安全氣候與傷害的中介

變數(Huang et al., 2006)。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是最常被研究者提及的個人安全績

效(Brown et al., 2000; Mearn et al, 1998)。安全覺知是指員工對於工作場所的風險

所感知的程度，安全行為是指員工在工作時遵從安全規定及程序的程度。在 Neal

& Griffin(2002)的研究中發現組織因素對於安全行為確實會產生影響。

2.4 組織與管理因素對安全績效的影響

除了探討影響安全的組織與管理因素外，學者們也進一步探討組織因素與安

全績效的關係。有些學者從領導的角度來探討不同的領導方式對於組織安全績效

影響機制，如，Barling 及 Zocharatos (1999)認為領導在組織安全氣候扮演關鍵角

色，可以激勵員工來執行安全的工作。Hoffmann 及 Morgeson (1999)探討

leader-member exchange(LMX) 與組織的支援與安全溝通、管理者對安全的承諾

與事件的發生的關係，他們發現，LMX 與組織的支援確實會影響到員工的安全

溝通，進而可提升管理者對安全的承諾，而達到降低事故的目標。Barling et

al.(2002)則發現轉換式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會影響安全氣候，進而再

影響安全的績效。其他被提及的組織因素包含：Probst 及 Brubaker (2001)則探討

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與安全的關係，他發現組織的安全氣候是兩者之間

的調節變項，亦即當組織有較好安全氣候時，員工組織的不安全感對於安全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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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影響會降低。而 Huang et al. (2006)則發現安全氣候會影響員工對安全的控

制，進而降低傷害率。

另外，有些學者則從安全氣候對於個人態度與行為的影響機制，Hoffmann

及 Stetzer (1996)發現正向的安全氣候與員工的行為有密切的相關。Tomas et al.

(1999)則發現安全氣候會透過工作情境(如工作態度、同事反映、危害、主管的反

應)來影響安全的行為。而 Neal et al.(2000)則發現組織氣候會影響安全氣候，而

安全氣候會透過員工的知識與動機來影響員工的安全行為(Neal & Griffin,

2002)。Seo (2005)則認為安全氣候會直接影響不安全的行為，同時也會透過一些

中介變數(壓力、風險知覺、障礙知覺)來影響安全行為。

上述的研究雖然有助於我們理解組織與管理的因素對態度及行為的影響機

制，然而，我們可以發現組織與管理的因素存在於不同管理層面，這些不同層面

的因素會對安全態度及行為也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若能考慮不同階層組織與

管理因素對於個人績效影響的研究，將可以提供我們更加了解這些影響關係的全

貌。然而，有關不同層面因素之間對安全態度及行為整體性影響的文獻目前並不

多見。

2.5 國家文化對安全管理的影響

企業進行全球化時，常會將企業既有的管理制度一同移植到新的國家，在這

個過程中，文化差異所衍生的問題最為棘手(Hofestede, 1980)。為了解文化差異

對企業全球化的影響，很多的組織行為研究者開始投入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在這

些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以 Hofstede (1980)的研究最具里程碑的貢獻，他提出國

家文化的觀念，國家文化包含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個人 /集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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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不確定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男性主義/女性

主義(Masculinity / Femininity) 等四個面向，此四個面向可用以闡釋不同國家中

的組織與個人行為為何會產生差異的原因。

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經常會影響組織層面的安全因素，Helmreich 及

Merritt (1998)曾經提出一個概念性的模型來解釋國家文化，組織文化，以及安全

行為的關係。他們認為，國家文化會影響組織文化因素，例如領導與溝通的方式，

進而影響到員工的安全態度與行為。他們利用 Hofstede (1980)所提出國家文化的

概念進行一個跨國性的比較研究，以了解不同國家文化間駕駛員其安全態度與行

為的差異。他們發現關係導向文化中的安全管理在某些方面與西方國家的安全管

理確實不太相同。他們發現，亞洲的駕駛較傾向集體主義，他們較不會在團隊中

突顯個人，同時也較不喜歡在會議中提出相反的意見。在上司與下屬間同常存在

較高的權力距離與階層關係，這部份通常表現在對命令的態度上，例如，他們認

為下屬應服從上司的命令，不要提出質疑。他們也發現亞洲的駕駛位了避免不確

定因素，他們會依循組織的規則來做決定，同時也較依賴自動化裝置來執行他們

的任務。相對的，西方的駕駛通常較以自我為中心，在上司與員工間的權力距離

較低，階級之間較平等，上司與下屬間的溝通通常是雙向的較為自由開放，而他

們不會完全依賴組織的規定來做決定，也較不會依賴自動化裝置來執行他們的任

務。

另一個與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有關的例子，是由 von Thaden 等人

(2006)所進行關於中國航空公司的安全氣候調查研究。他們發現與過去調查西方

的航空公司研究資料相對比，中國航空在“當責(accountability)”，“員工賦權

(employee empowerment)”，與“主動回報(active reporting).”的評比獲得相對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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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細部分析後，發現中國航空公司的駕駛員會抱怨公司的主管會偏愛某一些

人，有不一致的獎懲標準，且主管經常會因某一事件的發生責備員工。而員工為

了避免被責備，通常會較不願意主動回報自己或其他人所犯的錯。此外，他們並

沒有感受被公司賦權，他們並沒有被授權做一些重要的決定，而員工容易依賴主

管的決定做事。從上述這些例子來看，存在於關係導向的文化與西方的文化之

間，其安全管理的方式確實存在差異，因此，在進行安全管理計劃的推動時，文

化差異的特性確實需要被考慮，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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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模式

本章主要探討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模式，我們首先會定義關係導向文化

的主要特性，從這些特性中找出過去研究中與安全管理相關的組織與管理因素。

定義相關的組織因素之後，我們試圖發展這些組織因素與安全績效之間的結構關

係，並提出我們對於關係導向文化安全管理模型的假設。

3.1 關係導向文化的特性及其相關的組織安全因素

如前所述，關係(guanxi)是華人文化中一個特殊的人際社會的連結(Xin &

Pearce, 1996; Yang, 1994)，這樣的連結對大中華區的企業管理與組織行為有很大

的影響 (Hofstede & Bond, 1988; Tsui & Farh, 1997; Xin & Pearce, 1996)。從過去的

文獻中，我們發現關係導向的文化(亦稱之為儒家動態(Confucian dynamism)的文

化)，傾向集體主義，強調對於群體紀律與忠誠度，以及階層化次序關係(Ho &

Chiu, 1994; Hofstede & Bond, 1988; Hwang, 1987) ，另外，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

的人們，特別強調和諧的群體關係(Tsui & Farh, 1997; Warner, 1995; Westwood,

1997)。上述這些關係導向文化的重要特性,深深影響組織的結構，人員間的互動，

以及上司與下屬間的關係(Tsui et al., 2004; Westwood, 1997)。我們從過去有關安

全管理的文獻中發現，領導與組織氣氛這兩個層面的因素與安全管理有密切的關

係 (Neal & Griffin, 2002; Barling & Zacharatos, 1999; Hofmann & Morgeson, 1999;

Neal et al., 2000; Zohar, 1980)，因此，我們擬從組織領導風格與組織氣氛兩個層

面著手，並根據關係導向文化的組織氣候的重要特性來定義與安全氣候相關的組

織階層因素，並試圖從這些重要的組織安全因素發展出可能的安全管理模式。

從組織領導的角度觀之，我們發現關係導向組織中有較高的權力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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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stede, 1980)，主管與部屬之間有明確的階級次序的關係(Von Thaden et al,

2006)，組織中的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屬於家長式的領導方式，主管就像家庭中的

家長一樣，具有較大的權威，通常會傾向採用由上而下的方式來領導部屬 (Farh

& Cheng, 2000; Pye, 1981, 1985)，而員工則會依賴主管的意見，並習慣服從主管

的指示行事，很少對主管的意見提出質疑，或者是挑戰主管的意見(Hwang, 1997;

Westwood, 1997)。另外，受到關係導向文化的影響，主管會採取責備的方式來處

理員工在工作上所犯的錯誤(Farh & Cheng, 2000)，而員工在面對主管的責備時，

受到關係導向文化的制約，通常會顯示自我壓抑的狀況。綜合以上的特性，從領

導的觀點，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管理者在組織安全上確實扮演重要的角色，再

過去的安全管理的研究中，也證實這樣的結論。因此，我們選擇管理者承諾

(management commitment)與責備文化(blame culture)作為與台灣安全管理有關的

組織階層因素。在過去的研究中，管理者的承諾一直是過去不同領域的安全氣候

研究的學者一致認為最重要的組織因素之ㄧ，對於組織的績效有著重要且關鍵的

影響(Guldenmund, 2000; Wiegmann et al., 2002; Zohar, 1980)。因此，本研究有興

趣想要了解此一因素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到底是如何影響安全績效。另外，從西

方管理學的觀點而言，責備文化對於工作現場大型複雜系統的安全管理會產生負

面的影響(Reason, 1997)。然而，責備文化是存在關係導向文化中的重要特性，

在這樣的文化中，責備導向的文化是否會對安全績效造成影響，以及影響的機制

為何，也是我們有興趣關注的第二個議題。

從組織的氣氛觀之，關係導向的組織通常傾向是集體主義，重視人際間的關

係及互動，因此，保持人際間的和諧(harmony)關係便成為關係導向社會文化中

一個極重要的價值觀 (Ho & Chiu, 1994; Shi & Westwood, 2000)，而在工作場合



22

中，和諧關係對於主管與員工間的互動也有重要的影響。維持和諧的價值觀與維

持另一個價值觀-面子(face)-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員工會為了保持主管的面子，

以及維持自身的利益來遵從組織的次序及和諧。而主管則會為了維持其權威，以

及不要破壞員工的面子而與員工保持和諧的關係 (Hwang, 1987; Westwood,

1997)。從西方的觀點來看，群體間和諧關係可以促進員工間的信任關係，有助

於安全管理的推動，然而，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和諧的人際關係是否會對安全

績效造成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為何，似乎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環顧過去的文

獻，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見。因此，本研究第三個想探討的議題便是和諧的人際

關係對於安全績效的影響。

3.2 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模式的發展

在組織運作中，高階管理階層通常會制定公司的政策及策略，以及達成目標

的方法。基層主管便依據這些政策及策略來制定戰術性的行動綱要，並依照這些

綱要來執行各種方案，同時也指導並監督現場工作人員工作程序以確保安全的作

業 (Zohar, 2000, Zohar & Luria, 2005)。為發展關係導向的安全管理模式，本研究

採用組織運作的觀點來建構不同階層的組織因素的相互影響關係，以及他們對於

個人安全績效的影響。我們提出一個階層式的結構分析模式來描述組織階層因素

(organizational level factors)，工作團隊因素(work group factors)，以及個人層次的

因素(individual level factors)間的結構關係。本研究假設組織階層的因素影響群體

階層的因素，進而影響個人的安全績效，三個組織階層的因素分別是管理承諾、

責備文化與和諧關係，這三個組織階層的安全因素對於安全績效的影響關係與假

設將逐一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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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管理階層的承諾與個人安全績效的關連

在許多安全氣候的研究中發現，管理者對安全的承諾對於員工的安全績效有

很關鍵性的影響(Wiegmann et al., 2002; Zohar, 1980)。「管理者的承諾」是指在組

織中，高階或中階管理階層對於組織的安全效能重視的程度，包含管理者是否會

親自參與關鍵性的安全會議以及活動 (Wiegmann et al., 2002)。透過參與員工的

日常活動，主管可以與員工溝通其安全態度、以及瞭解員工是否有遵從安全規定

及安全作業。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管理者對於安全的承諾尤為重要。從組織行

為的角度來看，管理階層的政策會影響基層主管的規劃及執行，過去 Zohar (2000,

2002)的研究中便指出，管理階層的決策會影響基層主管的計劃及策略。因此，

當高階主管重視對於安全的承諾，基層主管將會愈重視安全的監督工作，基層主

管會更加強調員工作業前的準備、給予員工工作上的安全指示，以及加強監督員

工的安全作業程序。當基層主管加強監督並持續給予員工工作指示與監督員工安

全工作時，將有助促進員工的安全績效，員工會更加重視安全作業的規定及程

序，而員工的安全意識也會提升(Mattila et al., 1994; Simard & Marchand, 1994)。

因此，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1a: 在組織中的管理者有較高的安全承諾時，將會正面影響基層主管

的安全監督。而當主管持續增加的安全監督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

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如前所述，由於在關係導向的組織中的管理者傾向家長式的領導方式，管理

者就像家庭中的父親一樣 (Farh & Cheng, 2000; Pye, 1981, 1985)，具有恩威並重

的雙重特性，他們會傾向親身參與員工日常的安全活動，提供工作上的指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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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他們工作安全的問題 (Hsu et al., 2008)。因此，在關係導向組織中，主管通

常具有較大的權威，而員工通常會將對組織的忠誠、服從主管的命令視為個人重

要的價值，他們會重視主管的意見，並依據主管的命令及指示行事 (Farh & Cheng,

2000; Westwood, 1997)。因此，在安全管理上，當管理階層強調並重視組織的安

全時，為了滿足主管的期待，通常員工會主動報告工作上的所發生的問題，而主

動報告安全上的問題，將有助組織中安全報告文化的建立。安全的回報對於組織

的安全績效相當重要 (Wiegmann et al., 2002; Reason, 1997)，當組織中有良好的

安全報告文化，將可以促進現場安全資訊流通與組織學習，有助員工察覺現場的

安全問題(Reason, 1997)，進而提升員工安全覺知與遵從安全作業。另外，當管

理階層重視安全承諾時，團隊員工間通常也會有較好的安全協調。團隊間安全協

調在組織的安全績效也具有關鍵性的角色，很多的安全事故便是與團隊成員間的

互動不良有密切的關係(Helmreich & Merritt, 1998)。在組織中，有好的團隊互動

協調將有助於團隊氣氛的建立 (Lee & Harrison, 2000)，將有助於員工安全行為與

安全覺知的提升(Neal, et al., 2000; Oliver et al., 2002; Seo, 2005)。因此，我們提出

下列的假設：

假設 1b: 組織中管理者有較高的安全承諾，將會正面影響員工的安全報

告。而當組織中有好的報告文化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的安全覺知

與安全行為。

假設 1c: 組織中管理者有較高的安全承諾，將會正面影響員工間的團隊合作

工作。而當組織中有好的團隊合作協調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的安

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在安全管理中，獎懲系統是影響安全的重要因素之ㄧ(Reason, 1997)，而在



25

獎懲系統中，一個重要的議題便是建立一個不任意責備員工的文化(Blame-free

culture)。西方的安全氣候研究者強調不任意責備的獎懲方式有助員工誠實報告

安全上的問題(Reason, 1997)。所以，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不責備的方式對於安

全績效有正面的影響。然而，在關係導向的組織中，管理階層傾向採用責備式方

式來對待員工不安全的行為，責備文化意指當管理階層會採取責備的方式來對待

員工犯錯或有不安全行為的程度。當現場有任何安全的問題時，管理階層若採取

責備的方式，為了避免被主管責備，員工通常會選擇性的報告工作上的狀況，一

些潛在的問題會被隱藏不報，以致主管無法全面掌握現場安全的狀況，進而造成

公司較大的損害。而員工因為習慣性選擇性的報告，將會對於員工的安全覺知及

安全行為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2a: 組織中管理者傾向用責備的方式對待員工的疏失或錯誤時，將會負

面影響員工間的員工的安全報告。而當組織中的員工會選擇性報告

時，將會負面影響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另外，我們發現在關係導向的文化中，第三個重要的特色便是和諧關係。和

諧關係是指在組織中，與工作同儕及主管間工作和諧的程度。和諧關係的維持已

成為關係導向中文化中非常的核心價值 (Westwood, 1997; Hwang, 1987; Ho &

Chiu, 1994)。過去的研究顯示，在關係導向的組織文化中，和諧的工作氣氛對於

安全績效具有重要的影響。例如，Helmreich 與 Merrit (1998)便發現台灣的駕駛

員認為與工作同儕及主管之間的和諧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價值。和諧的關係有助於

組織中的員工能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Tsui & Farh, 1997)，在團隊中，員工之間有

好的信任關係，能夠促進他們願意誠實報告工作現場所發生的問題，有利於組織

報告文化建立 (Reason, 1997)，進而提升員工的安全覺知及安全行為。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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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現場中的成員間有信任的關係，可以促進團隊的合作關係以及增進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及溝通，促進團隊中資訊的分享與團隊互動，將有助於提升員工的安全

覺知及安全行為，因此，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3a: 組織中團隊成員間有較和諧的關係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的安全報

告。而當組織中有好的報告文化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的安全覺知

與安全行為。

假設 3b: 組織中團隊成員間有較和諧的關係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間的團隊

合作。而當組織中有好的團隊合作時，將會正面影響員工的安全覺

知與安全行為。

根據上述的的假設，本研究試圖建構一個關係導向的結構模式，圖四顯示本

研究所有假設關係的結構模式。

3.3 研究方法

3.3.1 參與者

本研究的受測者主要是以台灣風險較高產業之現場員工為主，樣本分別來自

石化、鋼鐵、半導體等產業，其中石化產業包含 4 個廠的員工，鋼鐵產業則包含

5 個廠，半導體產業包含 1 個廠。問卷樣本參與者的選取乃是採用分層隨機抽樣

的方法，各產業依照各廠人數的比例決定各廠的抽樣人數，之後再依據各部門的

相對的人數比例來決定各部門的抽樣人數。每個被隨機抽選的參與者會收到一個

信封，信封中包含一份紙筆試問卷、問卷填答說明、同意書、以及一份禮物，同

意書中會說明本研究的資料僅作為學術調查用途，不會洩露個人資訊。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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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台灣高風險產業之安全管理假設模式

管理承諾 安全監督

和諧關係

安全覺知

安全行為

責備文化 安全報告

團隊合作

組織階層 團隊階層 個人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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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上班的時間進行，研究團隊會先說明調查的程序邀，參與者使用匿名的方

式來填答問卷，填答完成後，會直接將信封彌封後直接交與研究人員攜回。本次

調查的有效的問卷共 690 份，分別是石化產業：312 份，鋼鐵產業：289 份，半

導體產業 89 份。有關台灣受測者的特性的相關資訊將整理成表一。

表一 台灣高風險產業受測者特性資料

人口統計變數 總數(N=690)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49 94%

女 41 6%

年齡分布

21-30 歲 41 6%

31-40 歲 179 26%

41-50 歲 242 35%

51-60 歲 214 31%

>61 歲 14 2%

工作類別

廠務人員 62 9%

現場人員 580 84%

其他 48 7%

工作經驗

< 5 年 62 9%

6-10 年 83 12%

11-15 年 117 17%

16-20 年 159 23%

21-25 年 145 21%

>25 年 12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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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問卷題目主要參考日本電力中央研究所(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CRIEPI)所發展的安全評估系統問卷(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questionnaire)，每一個題目皆採用李克特五點量度(Likert’s 5-point scale)，

填答範圍為從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這些尺度代表受測者的同意該題目

的程度(Takano et. al, 2001)。日文版本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已經過不同的領域，如

核電廠、石化產業、製造產業，與汽車等產業的檢驗（Takano et. al, 2004）。而

問卷中文版本的信效度測試也已經經過測試，顯示中文版本的問卷題目可以作為

本研究合適的量測工具(Hsu, 2005; Hsu et al., 2008)。

3.3.3 問卷設計

從上述的假設中，我們定義了三個階層的組織安全因素架構，分別是組織階

層 (organizational level)，工作團隊階層 (work group level)，以及個人階層

(individual level)。組織階層包含三個因素，分別是管理承諾、責備文化、與和諧

關係。工作團隊階層包含三個因素，分別是安全監督、安全報告、與團隊合作。

個人階層包含兩個因素，分別是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為符合本研究目的，問卷

的題目依據上述 8 個因素的定義重新修正並歸入各因素中。各因素的詳細定義及

題目數目與範例說明如下，而詳細之各因素問卷內容請見附錄一。

管理承諾。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高階管理階層所展現對安全的重

視及支持的態度，例如“公司或工廠的管理階層提供足夠的資源來確保員工的安

全”。責備文化。本因素包含 3 個項目，主要測量組織的管理者對於員工違犯安

全規定或有不安全行會採取責備方式的程度，例如“對於引起事故或虛驚事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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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員，嚴厲地責備”。和諧關係。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認為在

組織內的成員間人際關係和諧的程度，例如“在工作場所，同事之間的關係是和

諧的”。

安全監督。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基層主管在指導及監督員工作業

安全的努力程度，例如“有關工作的計畫，能從主管那裡得到及時明確的指示”。

安全報告。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報告工作上的安全問題的意願及

行為，例如“同事們會向主管報告安全的資訊”。團隊合作。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

主要測量團隊成員間溝通、協調、及合作的程度，例如“同事之間彼此協助，以

完成作業”。

安全知覺。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對於工作場所的風險所感知

的程度，例如“對於那些不遵守安全規則及程序的同事，我會加以注意”。安全行

為。本因素包含 5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在工作時遵從安全規定及程序的程度，

例如“我一定會遵守安全規則或作業程序書”。

3.3.4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方法來驗證

先前所假設組織階層因素，團隊階層因素，以及個人階層因素間的結構關係模

型。過去的文獻顯示，進行SEM之驗證時，應先進行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

的驗證，當符合測量模式的驗證後，隨即可以進行結構模式(structural model)的

驗證。本研究整個測量模型因素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則利用驗證性因素

分析(CFA)來檢驗，進行 CFA 時所用的分析工具為 LISREL VIII (Jöreskog &

Sörbom, 1993)，而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則採用 Cronbach’s Alpha 係數來判斷



31

(Churchill, 1991; Nunnally, 1978)，不能夠滿足信效度的項目則被刪除。當通過

CFA 的檢驗確認建構效度後，隨即進行 SEM 的驗證，使用的分析工具同樣為

LISREL VIII (Jöreskog & Sörbom, 1993)。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與結構方程

模式(SEM)時，我們採用一些研究者推薦的配適性指標(goodness-of-fit indices)來

進行模型配適度的驗證 (Joreskog & Sorbom, 1993; Bentler & Bonett, 1980;

Maruyama, 1998) 。這些模式的配適指標包含：chi-square (χ2), normed fit index

(NFI);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root-mean-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Bentler (1992) 建議 NFI, NNFI, CFI, IFI 等指標的值應大於或接近.90 較為適

當。而 RMSEA 的值若小於.05 代表本模式有好的模式配適(a good-model fit)，

介於.05-.08 之間代表本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介於.08-.10

之間代表本模式屬於普通的配適(a fair model fit)若大於.10 則代表本模式是較差

的配適(a poor model fit) (Joreskog & Sorbom, 1993)。

3.4 結果分析

本研究中各因素的基礎統計分析以及相關矩陣列於表二。根據 CFA 的分

析，本研究中各因素整體測量模式其配適指標卡方值為 χ2 (467) =1353.75 (p <

0.01)，雖然並不顯著，但由於χ2 會受到樣本數及模式複雜度的影響，因此我們

可以參可其他指標來判斷。從 RMSEA 的指標來看，RMSEA 的值為 0.063 (小於

0.08)顯示本研究的測量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其他的指標

(NFI = 0.91; NNFI = 0.93; CFI = 0.94; IFI = 0.94)大多大於或接近 0.9，顯示測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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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高風險產業組織因素敘述統計與相關分析(N=690)

變數 M SD 1 2 3 4 5 6 7 8

1. 管理承諾 3.98 0.62 0.85

2. 責備文化 3.62 0.71 0.38*** 0.68

3. 和諧關係 3.91 0.59 0.55*** 0.31*** 0.80

4. 安全監督 3.95 0.61 0.84*** 0.45*** 0.54*** 0.86

5. 安全報告 3.73 0.53 0.34*** 0.12* 0.35*** 0.35*** 0.65

6. 團隊合作 3.95 0.54 0.56*** 0.35*** 0.62*** 0.67*** 0.41*** 0.72

7. 安全知覺 3.89 0.55 0.58*** 0.33*** 0.59*** 0.63*** 0.37*** 0.65*** 0.76

8. 安全行為 4.17 0.48 0.45*** 0.15*** 0.37*** 0.43*** 0.44*** 0.53*** 0.46*** 0.83

註：對角線為各變數 Cronbach’s alpha 的值。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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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可以接受的。總結來說，整體測量模式顯示上述的八個因素所組成的測量模

式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而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則採用Cronbach’s Alpha 

係數來判斷，我們發現各因素的Cronbach’s alpha係數大部分大於 0.7，只有一些

因素的信度介於 0.6-0.7 之間，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具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hurchill, 1991; Nunnally, 1978)。上述的結果顯示具有不錯的測量模式，因此，

我們可以開始進行結構模式的驗證。

從結構模式(SEM)分析的結果分析，台灣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指標卡方值為

χ2 (480) = 1433.9 (p< 0.01)，雖然並不顯著，透過其他指標來判斷，我們發現

RMSEA 的值為 0.074 顯示本研究的結構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而其他的指標(NFI=0.91; NNFI=0.93; CFI=0.94; IFI=0.94)大多大於或接近

0.9，顯示結構模式是可以接受的。總結來說，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指標顯示此

模型是合適的。在結構模型中，我們發現除了責備文化對於安全報告的路徑係數

不顯著外，其餘的路徑係數皆具有顯著性，顯示大多數我們的假設成立。結構模

式中，各項假設的標準化係數顯示於圖五。

3.5 討論

本研究探討關係導向的組織氣候下安全管理的模式，透過結構模式(SEM)的

分析，我們探討組織階層因素如何透過團隊階層因素來影響個人的安全覺知與行

為。從上述的結果我們發現，在關係導向文化的組織中，當組織的管理者展現較

高的安全承諾時，基層主管會更加專注在安全監督的工作上。而基層主管愈專注

安全的監督工作，將有助於員工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的提升。另外，我們也發現

較高的管理安全承諾，將有助於組織中報告文化及團隊合作氣氛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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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台灣高風險產業之安全管理結構模式及標準化路徑係數 ( *p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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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織有好的報告文化，將有助於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提升，而有好的團

隊互動，同樣也能增加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這些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相符

(Dedobbeleer & Beland, 1991; Flin et al., 2000; Reason, 1997; Zohar, 1980)，這些研

究發現顯示當公司的主管積極參與並重視安全的工作時，將有助於員工安全績效

的提升。

其次，我們也發現在組織中，和諧的工作關係將有助於團隊成員間的合作協

調，而團隊成員有好的和諧的互動關係，將有助於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提

升。而和諧的工作關係也能提升員工的安全報告文化的建立，進而提升員工的安

全覺知與安全行為。這個結果這樣的結論也與過去的研究具有一致性，這些研究

驗證了在關係導向文化中，和諧關係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傳統的社會價值

(Hwang, 1987)，對於組織的安全管理與員工安全態度及行為有重要的影響(Hsu et

al., 2008; von Thaden et al., 2006)。因此，在研究關係導向文化之組織行為時，和

諧關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最後，我們發現責備文化對於安全報告的影響並不顯著，未符合我們的假

設。在過去西方的研究中，責備的方式對於安全管理是有負面的影響，然而，在

本研究中並未得到證實。這原因或許是目前在台灣的企業受到西方的影響較大，

因此，責備文化的影響並不顯著。另外，責備文化可能會透過其他的中介變數來

影響到員工的安全績效，而目前本研究尚未發現此因素，有待未來再進一步深入

的探究。

從本研究上述的發現中，我們提出實務上的改善建議以供台灣的產業進行安

全管理的借鏡，這些改善建議也可以供其他關係導向的文化中的企業參考。首

先，由於台灣的管理階層的領導風格傾向是由上而下的家長式領導風格(Far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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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2000; Hsu et al., 2008)。僅管這樣的風格有助於員工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的提升，但我們要建議台灣高風險產業的安全改善計畫應該要更加強調行為安全

(behavior-based safety)的重要性(DeJoy, 2005; DePasquale & Geller, 1999)。 行為安

全是近年來受到關注的一種安全管理方式，為了要增加員工的行為安全文化，公

司應強調全員的參與，而員工也應該被賦權，當員工感覺他們被授權，將有助提

升個人的責任感，這樣的責任感能促進員工主動的安全行為(Geller, 2001)。簡言

之，除了由上而下的領導外，管理階層也應思考採取由下而上的參與方式，以強

化組織的安全管理。

其次，雖然責備文化在本研究並不顯著，然而，這個因素在關係導向的文化

中卻是非常的重要。Geller (2001) 曾經提及，為了某一些事故或傷害來責備個人

或群體並不是一個較好安全管理的方式，此舉容易造成員工會隱惡揚善，當員工

會選擇性的報告安全問題時，對於組織安全管理系統的建立反而有害。事實上，

事故或意外的發生提供組織的管理者及員工一個新契機來檢視系統安全的缺

失，我們可以藉由此事件來收集各層面的事實資料，這些有助於安全系統的改善

的資訊在平時的工作中並不容易收集。因此，員工可以在此尋找危害發生或事故

事實的過程中應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組織中的員工在此過程中應被鼓勵誠實報

告現場上的任何錯誤及缺失，這樣一來，組織的報告文化便可被建立。因此管理

者應該將他們的思考從錯誤的發現轉換成為事實的發掘，在此時，獎懲系統應著

重在工作現場危害的改善，而非人為的疏失的責備，儘可能避免在檢討會議中提

及個人以位員工保留面子的作法，比較能夠獲得強調和諧的關係導向文化中人們

的認同。



37

第三，如上所一再強調，維持和諧的關係是關係導向社會中非常重要的價值

觀 (Westwood, 1997; Hwang, 1987; Ho & Chiu, 1994)。在本研究中也證實和諧關

係確實對組織的團隊與個人行為會產生影響。然而，我們建議維持和諧的關係應

能有效轉換成建立團隊成員的信賴關係。建立信賴的關係是改善團隊效能的前提

(Geller, 2001)，好的人際互動能提昇群體的向心力，有助於團隊合作、資訊分享，

以及安全報告。因此，組織管理者在提供安全訓練時，應著重於團隊間信賴關係

的培養與團隊合作模式的建立。組織可以導入組員資源管理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方式來訓練團隊成員，CRM特別融合在高風險高壓力的環境

中人因的角色，組員間的任務報告，以及團隊績效的衡量。過去一二十年，CRM

已經被廣泛運用來改善團隊的運作(Helmreich & Foushee, 1993)。

雖然本研究已經初步獲得一些不錯的成果，然而卻仍有一些問題，使得本研

究的成果受到限制。首先，這個研究是屬於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研究，並非

長期的縱貫面研究(longitudinal)，所以，本研究的因果推論結果的效力受到一些

限制。第二，本研究的樣本以台灣高風險產業為研究對象，儘管在大中華區的員

工多半會受到關係導向文化影響，然而，各地區受影響程度上還是有所差異，因

此，本研究的結論未來要適用到其他關係導向文化的國家時，需要進一步的調整。

面對亞洲新興市場的崛起，大中華地區關係導向的組織文化的研究將愈來愈

受到重視，而在安全管理的領域，這個議題尚未被有系統的研究，尚待更多理論

及實務上的驗證。本研究提供一個實證研究的系統架構，來探討關係導向的組織

氣候下安全管理的機制，我們假設組織階層的因素如何透過團隊階層的因素來影

響個人的行為。儘管有一些限制，但無疑的，這些結果對於未來研究關係導向文

化安全管理的研究具有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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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與日本組織安全氣候之差異比較

在過去安全管理領域的研究中，跨文化差異的文獻並不多見，面對現今企業

全球化的趨勢，跨文化差異的研究已愈來愈受到組織與安全領域研究者的重視。

因此，本章嘗試從跨文化的角度比較台灣與日本煉油廠的組織安全氣候的特性，

並找出台灣與日本在安全管理模式上的差異。

4.1 各階層的組織安全因素

本研究提出一個階層式的分析架構來分析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的差異，這個

架構包含三類型的組織安全因素，分別是組織階層因素(organizational level

factors)，工作團隊階層因素(work group factors)，以及個人階層的因素(individual

level factors)。各階層的組織安全因素詳細說明如後：

組織層級包含 6 個因素：管理承諾、員工授權、持續改善、和諧人際關係、

安全活動、安全管理。管理承諾主要是指高階管理階層所展現對安全的重視及支

持的態度。員工參與是指員工可以在組織中擁有主動參與安全會議或安全決策權

責的程度。持續改善態度是指員工對於改善安全的動機及行動的程度。和諧人際

關係則指員工認為在組織內和諧人際關係的重要程度。安全活動主要是指組織對

於溝通安全政策與推動安全實務時所採取的方式。安全管理主要是指安全政策的

正式化與安全實務形式化的程度。

工作團隊層面包含 3 個因素：安全監督、安全報告、團隊合作。安全監督主

要是指基層主管在指導及監督員工作業安全的努力程度。安全報告是指員工報告

工作上的安全問題的意願及行為。團隊合作主要是指團隊成員間溝通、協調、及

合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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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面包含 3 個因素：自我安全效能、安全覺知、安全行為。自我安全效

能主要是指員工對個人自身安全工作能力的信念。安全覺知主要是指員工對於工

作場所的風險所感知的程度。安全行為主要是指員工在工作時及遵從安全規定及

程序的程度。

4.2 台灣與日本煉油廠安全管理模式的發展與假設

除了安全氣候特性的比較外，另外，本研究也試圖透過結構方程模式(SEM)

來探討台灣與日本安全管理模式的差異。這個模式採用組織運作的觀點，來建構

不同階層的組織因素對於個人安全績效的影響。本模式假設組織階層的因素會透

過群體階層的因素來影響個人的安全績效。模式中的各項假設的詳細說明如下：

首先，我們發現過去的研究指出，管理階層對安全的承諾會影響安全活動(包

含安全訓練與安全競賽)的推動(Wiegmann et al., 2002)，同時也會對基層主管的監

督產生影響(Zohar, 2000)。而管理階層對安全活動(安全訓練及競賽)的推動的投

入將有助於提升員工處理安全的能力，進而提升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另外，基

層管理者更多的參與及投入，也有助於提升員工的安全覺知及安全行為(Simard

& Marchand, 1994)。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兩個假設：

假設 1a：管理階層對安全較高的承諾會加強安全活動及訓練，而來強調安全活

動及訓練將增加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

假設 1b：管理階層對安全較高的承諾會增加基層主管的監督管理，基層主管對

於監督管理的努力增加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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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ler (1994)曾經提到員工參與有助於增加員工對於工作的責任感及參與

感，他們會認為安全是他們工作上所必須擔負的職責。而這樣的責任感將會促進

他們願意主動回報安全相關的問題，透過經常性主動的回報，則可以改進員工的

安全知覺及安全的行為。此外，員工參與及授權也可以增加團隊的自發性，而這

樣的自發性有助於提升團隊成員對於安全的榮譽感，並促進團隊成員間的彼此合

作，共同為維護安全而努力，進而提升員工對於安全的覺知及行為(Parker &

Turner, 2002)。基於上述的說明，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2a：較高的員工參與會增加員工安全問題回報，工作現場有好的安全問題

回報將能改善員工的安全覺知及行為。

假設 2b：較高的的員工參與會提升團隊合作的品質，高品質的團隊合作改善員

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和諧人際關係對於個人安全績效的影響在過去的研究中較少被提到。Tsui &

Farh (1997)在研究中曾經提及和諧的人際關係將有助於建立員工間的相互信任

的關係，進而增進團隊合作的氣氛。因此，我們認為較高相互信賴的關係可以改

善團隊溝通，而有效的團隊溝通可以促進安全活動的推動(Glendon & Mckenna,

1995)。另外，透過高度品質的團隊合作及較多的安全活動的推動將可以增加員

工的安全覺知及行為。因此，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3a：和諧的人際關係有助於安全活動或訓練的推展，好的安全活動或訓練

將增強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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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b：和諧的人際關係會增加團隊合作的品質，高品質的團隊合作將增加員

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Geller(2001)曾經提出持續改善的主動態度可以改善員工的安全績效。在

IAEA (2002)的報告中也提到員工持續提供安全的建議以及持續改善態度的維持

對於增加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很重要。員工對於安全的改善建議對於公司的安全

管理而言是促使安全改善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安全管理系統，則可以有效提升員

工的安全行為。另外，持續改善的態度可以促進員工透過較好的團隊合作來共同

解決安全問題，並有效提出解決安全問題方法，進而提升員工的安全覺知與行

為。基於上述的說明，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4a：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會增加安全管理的品質，高品質的安全管理

則能增強員工的安全覺知及行為。

假設 4b：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會增加團隊合作的品質，高品質的團隊合作

則能增強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

基於上述的階層式各項假設，本研究試圖從跨文化的觀點來比較台灣與日本

安全管理模式的差異，以提供企業進行全球化的參考，有關台灣與日本煉油廠之

安全管理假設模式，請參見圖六。



42

圖六 台灣與日本煉油廠之安全管理假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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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方法

4.3.1 受測者

本研究的受測者以台灣與日本煉油廠之現場員工為主，其中台灣樣本來自四

個廠，共發送 400 份問卷，日本樣本來自六個廠，共發送 300 份問卷。問卷樣本

參與者的選取乃是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首先依照各廠人數的比例決定各廠的抽樣人數，之後再依據各部門的

相對的人數比例來決定各部門的抽樣人數。每個被隨機抽選的參與者會收到一個

信封，信封中包含一份紙筆試問卷、問卷填答說明、同意書、一支筆以及一份禮

物，在同意書中會說明本研究的資料僅作為學術調查用途，不會洩露個人資訊。

參與者使用匿名的方式來填答問卷，填答完成後，會直接將信封彌封後直接交與

研究人員攜回。本次調查的回收率分別是 78%(n=312) & 89%(n=267)，其中，經

過處理之後，有效的問卷分別為 295 份及 256 份。有關台灣與日本受測者的資訊

整理如表三 。

4.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問卷題目主要採用日本電力中央研究所(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CRIEPI)所發展的安全評估系統問卷(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questionnaire)，每一個題目皆採用李克特五點量度(Likert’s 5-point scale)，

填答範圍為：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代表受測者的同意該題目的程度

(Takano et. al, 2001)。日文版本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已經過不同的領域，如核電

廠、石化產業、製造產業，與汽車等產業的檢驗（Takano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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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與日本煉油廠受測者特性資料

人口統計變數 台灣 (N=295) 日本 (N=256)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86 97% 245 96%

女 9 3% 10 4%

年齡

21-30 歲 6 2% 54 21%

31-40 歲 32 11% 102 40%

41-50 歲 124 42% 56 22%

51-60 歲 130 44% 38 15%

>61 歲 3 1% 5 2%

工作類別

廠務人員 32 11% 51 20%

現場人員 260 88% 169 66%

其他 3 1% 36 14%

工作經歷

< 5 年 44 15% 22 9%

6-10 年 38 13% 36 14%

11-15 年 50 17% 26 10%

16-20 年 24 8% 64 25%

21-25 年 65 22% 54 21%

>25 年 74 25% 54 21%

台灣的版本問卷的翻譯採用學者們提議的翻譯方式(Brinslin, 1970)：首先邀

請兩位專精台日語言的專家將日文版的問卷翻譯成中文，譯成中文後，將翻譯後

的中文版本的問卷再翻譯回日文，比對其語意是否與原始日文版相符。確認翻譯

的正確性後，中文版本的問卷再邀請三位煉油廠安全領域的專家逐一討論每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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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並修正其語意，使題目可以更清楚表達測量的意義。專家確認後，邀請十位煉

油廠的員工來檢討問卷的可讀性以及修正其語意的正確性。

最後，中文版本前測的信效度測試則邀請 50 位煉油廠的員工參與，原始問

卷的建構效度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來進行，因素

分析的結果包含三部份共 20 個因素，採其 eigenvalues 大於 1 作為門檻值，三

部份的可解釋的變異量分別是：83% (6 factors), 78% (7 factors), and 86% (7

factors)，而各部份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分別是：79%, 85%, and 83%。顯

示中文版本的問卷可以作為合適的量測工具。

4.3.3 問卷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日本與台灣跨文化安全管理的差異，為了符合本研究跨文化

比較的目的，原始的問卷項目被重新依照先前在文獻探討所提及分類方式，將問

卷題目分成組織階層(organizational level)，工作團隊階層(work group)，以及個人

階層(individual level)等三部份，這三個部份的因素共包含 12 個因素。問卷各因

素內容請見附錄一：

管理承諾。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高階管理階層所展現對安全的重

視及支持的態度，例如“公司或工廠的管理階層提供足夠的資源來確保員工的安

全”。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88 以及 0.83。

員工參與。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可以在組織中擁有主動參與

安全會議或安全決策權責的程度，例如“在舉行改善或安全對策的會議時，管理

階層會採納員工的意見”。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75 以及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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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在員工對於改善安全的動機及行

動的程度，例如“過去發生事故的經驗及改善的方案，會在安全活動裡討論”。台

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71 以及 0.78。

和諧人際關係。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認為在組織內人際關係

的重要程度，例如“在工作場所，同事和諧比發揮個人能力來得重要”。台灣與日

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90 以及 0.82。

安全活動。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組織對於溝通安全政策與推動安

全實務時所採取的方式，例如“積極的安全活動，是有存在價值”。台灣與日本在

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88 以及 0.83。

安全管理。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反應安全政策的正式化與安全實務具

體化的程度，例如“公司會針對安全作業守則的改變或因應事故的發生，編寫作

業手冊”。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82 以及 0.83。

安全報告。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報告工作上的安全問題的意

願及行為，例如“同事對高級主管報告時，會隱惡揚善”。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

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70 以及 0.77。

安全監督。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基層主管在指導及監督員工作業

安全的努力程度，例如“有關工作的計畫，能從主管那裡得到及時明確的指示”。

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81 以及 0.86。

團隊合作。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團隊成員間溝通、協調、及合作

的程度，例如“同事之間彼此協助，以完成作業”。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68 以及 0.73。

自我安全效能。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對個人自身安全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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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信念，例如“我會為了確保安全，努力不懈”。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84 以及 0.78。

安全覺知。本因素包含 4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對於工作場所的風險所感知

的程度，例如“對於那些不遵守安全規則及程序的同事，我會加以注意”。台灣與

日本在此因素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82 以及 0.71。

安全行為。本因素包含 5 個項目，主要測量員工在工作時遵從安全規定及程

序的程度，例如“我一定會遵守安全規則或作業程序書”。台灣與日本在此因素的

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別是 0.79 以及 0.83。

4.3.4 問卷信效度衡量

本研究的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則採用Cronbach’s Alpha 係數來判斷，上述的各

因素的 Cronbach’s alpha係數大部分大於 0.7，只有一些因素的信度介於 0.6-0.7

之間，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具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hurchill, 1991; Nunnally,

1978)。本研究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來檢驗台灣與日本各層面的因素建構效

度(Construct validity)，以了解這些因素是否能適用於台灣與日本的調查，進行

CFA 時所用的分析工具為 LISREL VIII (Jöreskog & Sörbom, 1993)。我們採用一些

研究者推薦的配適性指標(goodness-of-fit indices)來進行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合適性的驗證 (Joreskog and Sorbom, 1993; Bentler and Bonett, 1980;

Maruyama, 1998) 。這些模式的配適指標包含：chi-square (χ2), normed fit index

(NFI);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root-mean-squared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Bentler (1992) 建

議 NFI, NNFI, CFI, IFI 等指標的值應大於或接近.90 較為適當。而 RMSEA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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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於.05 代表本模式有好的模式配適(a good-model fit)，介於.05-.08 之間代表

本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介於.08-.10 之間代表本模式屬於

普通的配適(a fair model fit)若大於.10 則代表本模式是較差的配適(a poor model

fit) (Joreskog & Sorbom, 1993)。

經過 CFA 的分析，本研究整體測量模式配適指標 chi-squqre 值為 χ2 (966)

=2355.19, p < 0.01，雖然並不顯著，但由於χ2 會受到樣本數及模式複雜度的影

響，因此我們可以參考其他指標來判斷。從 RMSEA 的指標來看，RMSEA 的值

為 0.074 (小於 0.08)顯示本研究的測量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其他的指標(NFI = 0.90; NNFI = 0.93; CFI = 0.94; IFI = 0.94)大多大於或接近

0.9，顯示測量模式是可以接受的。總結來說，整體測量模式顯示上述的組織因

素具有合適的建構效度。

4.3.5 資料分析

為在同一基礎比較台灣與日本的各組織與管理因素的差異，以減少文化反應

的偏誤(cultural response bias)的影響，我們採取相對分數(Z 分數)的方式，將台灣

與日本的初始數據(raw scores)進行標準化處理(Leung & Bond, 1989; Leung et al.,

1990)。為了測試日本與台灣兩個國家文化各組織因素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本

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s T-test)來檢驗台灣與日本每一個組

織因素標準化分數的差異。

另外，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方法來

驗證先前所假設的台灣與日本結構關係模型，亦即不同層級組織因素與個人安全

績效的影響模式。使用的分析工具為 LISREL VIII (Jöreskog & Sörbom, 1993)。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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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模式(SEM)採用的一些配適性指標(goodness-of-fit indices)與判斷的準則，則與

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一樣 (Joreskog & Sorbom, 1993; Bentler & Bonett, 1980;

Maruyama, 1998) 。

4.4 研究結果

4.4.1 台灣與日本組織管理因素之差異分析

台灣與日本各因素原始分數的基本統計分析以及各因素間的相關分析顯示

於表四及表五。從這兩個表中發現台灣平均原始總分相對高於日本的原始總分，

推測這現象可能是由於文化反應的差異(cultural response bias)所造成，為了消除

文化差異的影響，因此，我們將原始總分加以標準化後，才進行兩個國家之間的

比較。

另外，兩個國家間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s T-test)的結果顯示於

表六。從表六中，我們發現台灣與日本在每一個標準化組織因素上皆有顯著的差

異。台灣在「管理承諾」、「和諧關係」、「安全活動」、「安全監督」與「自我安全

效能」顯著比日本高。另一方面，日本在「員工參與」、「持續改善」、「安全管理」、

「安全報告」、「團隊合作」、「安全行為」及「安全覺知」顯著比台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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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台灣煉油廠組織因素之敘述統計及相關分析(N= 295)

變數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管理承諾 4.16 0.53 －

2 員工參與 3.94 0.55 0.74** －

3 安全報告 3.63 0.43 0.27** 0.24** －

4 和諧關係 4.00 0.54 0.61** 0.61** -0.25** －

5 持續改善 4.07 0.43 0.65** 0.65** -0.26** 0.63** －

6 安全活動 4.15 0.54 0.81** 0.68** -0.35** 0.55** 0.62** －

7 安全管理 4.03 0.58 0.86** 0.76** -0.38** 0.54** 0.65** 0.83** －

8 安全監督 3.93 0.54 0.75** 0.73** -0.36** 0.62** 0.62** 0.70** 0.78** －

9 團隊合作 3.77 0.45 0.47** 0.41** -0.24** 0.51** 0.37** 0.43** 0.45** 0.44** －

10 安全自我效能 4.18 0.47 0.62** 0.62** -0.20** 0.67** 0.75** 0.57** 0.59** 0.67** 0.47** －

11 安全覺知 4.20 0.49 0.32** 0.25** -0.13* 0.35** 0.47** 0.33** 0.28** 0.31** 0.25** 0.61** －

12 安全行為 4.19 0.44 0.53** 0.46** -0.15* 0.47** 0.56** 0.44** 0.47** 0.47** 0.36** 0.72** 0.61** －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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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日本煉油廠組織因素之敘述統計及相關分析(N= 256)

變數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管理承諾 3.54 0.60 －

2 員工參與 3.92 0.51 0.63** －

3 安全報告 3.58 0.52 0.35** 0.54** －

4 和諧關係 3.25 0.44 0.48** 0.53** 0.34** －

5 持續改善 3.89 0.51 0.66** 0.67** 0.19** 0.42** －

6 安全活動 3.15 0.62 0.68** 0.36** 0.40** 0.38** 0.50** －

7 安全管理 3.86 0.59 0.77** 0.68** 0.21** 0.47** 0.68** 0.57** －

8 安全監督 3.16 0.70 0.72** 0.47** 0.36** 0.41** 0.57** 0.63** 0.61** －

9 團隊合作 3.66 0.53 0.50** 0.49** 0.19* 0.46** 0.55** 0.34** 0.54** 0.44** －

10 安全自我效能 3.64 0.52 0.59** 0.56** 0.10 0.42** 0.69** 0.50** 0.58** 0.52** 0.43** －

11 安全覺知 4.03 0.48 0.31** 0.27** 0.00 0.16* 0.48** 0.25** 0.34** 0.21** 0.34** 0.46** －

12 安全行為 4.00 0.51 0.50** 0.48** 0.08 0.34** 0.64** 0.40** 0.57** 0.32** 0.46** 0.63** 0.55** －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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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台灣與日本組織因素差異分析(標準化分數)

Taiwan Japan

Variable Mean S.D Mean S.D

Difference

(t-value)

1 管理承諾 0.57 1.19 -0.23 1.60 6.27 ***

2 員工參與 0.08 1.24 0.90 1.34 -6.73 ***

3 安全報告 -0.64 0.97 0.00 1.38 -6.46 ***

4 和諧關係 0.20 1.22 -0.87 1.16 10.79 ***

5 持續改善 0.37 0.97 0.82 1.37 -4.01 ***

6 安全活動 0.54 1.21 -1.15 1.64 13.03 ***

7 安全管理 0.27 1.30 0.76 1.58 -4.06 ***

8 安全監督 0.06 1.23 -1.10 1.86 8.32 ***

9 團隊合作 -0.31 1.03 0.22 1.42 -5.12 ***

10 安全自我效能 0.62 1.07 0.18 1.39 4.16 **

11 安全覺知 0.66 1.12 1.19 1.29 -5.49 ***

12 安全行為 0.65 1.00 1.11 1.35 -4.60 ***

4.4.2 台灣與日本安全管理假設模式之驗證結果

根據結構方程模式 (SEM)的結果顯示，台灣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指標

chi-square 值為χ2 (1011) =3167.13, p < 0.01，雖然並不顯著，透過其他指標來判

斷，我們發現 RMSEA 的值為 0.08 顯示本研究的結構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而其他的指標(NFI=0.90; NNFI=0.93; CFI=0.93; IFI=0.93)大

多大於或接近 0.9，顯示結構模式是可以接受的。總結來說，台灣煉油廠整體結

構模式的配適指標顯示此模型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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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測試的模型更加精簡，我們擬修正台灣原始的結構模式，將在原始結

構模式中路徑係數(path coefficients)較不顯著以及較小的路徑移除。新修正結構

模式整體的配適指標為χ2(1012) = 3170.85, p < 0.01，RMSEA 的值為 0.080，其他

指標為：NFI=0.90; NNFI=0.93; CFI=0.93; IFI=0.93，顯示修正結構模式也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模式。我們發現假設模式與修正模式的差異(χ2diff )並不顯著，因此，

我們可以用精簡模式來代表最後台灣煉油廠的組織因素與安全績效的影響模

式。修正模式的架構，以及其標準化路徑係數顯示於圖七。

從台灣煉油廠的因果關係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高度的管理階層對安全的

承諾會透過更多安全活動及訓練的強調來增加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假設 1a 獲

得支持。高度的管理階層對安全的承諾會透過更多監督管理的努力來增加員工的

安全覺知，但高度的管理階層對安全的承諾透過更多監督管理的努力來增加員工

的安全行為不顯著，假設 1b 部份獲得支持。

高度的員工授權會透過工作現場安全問題回報的增加來改善員工的安全覺

知及安全行為，假設 2a 獲得支持。高度的員工授權不會透過增加的高品質的團

隊合作來改善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假設 2b 沒有獲得支持。

和諧的人際關係會透過更多的安全活動的強調來增強員工的自我安全效

能，假設 3a 可以獲得支持。和諧的人際關係會透過更多的高品質的團隊合作來

加強員工的安全覺知，但和諧的人際關係透過更多的高品質的團隊合作來加強員

工的安全行為不顯著，假設 3b 部份獲得支持。

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透過高品質的安全管理來增強員工的安全行為不

顯著，假設 4a 沒有獲得支持。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會透過更多的高品質的

團隊合作來加強員工的安全覺知，但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透過更多的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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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合作來加強員工的安全行為不顯著，假設 4b 獲得部分支持。

日本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指標 chi-square 值為χ2 (1011) =2486.79, p < 0.01，

雖然並不顯著，但由其他指標來判斷，我們發現 RMSEA 的值為 0.075，顯示本

研究的結構模式屬於合理的配適(a reasonable model fit)。而其他的指標(NFI=0.88;

NNFI=0.90; CFI=0.91; IFI=0.91)大多大於或接近 0.9，顯示結構模式是可以接受

的。總結來說，日本煉油廠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指標顯示此模型是合適的。

為了讓測試的模型更加精簡，我們擬修正日本原始的模式，將路徑係數較不

顯著以及較小的路徑移除。新修正結構模式整體的配適指標為χ2(1016) = 2491.08,

p < 0.01，RMSEA 的值為 0.075，其他指標為：NFI=0.88; NNFI=0.90; CFI=0.91;

IFI=0.91，顯示修正結構模式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模式。我們發現假設模式與修

正模式的差異(χ2diff )並不顯著，因此，我們可以用精簡模式來代表最後日本煉油

廠的組織因素與安全績效的影響模式。修正模式的架構以及其標準化路徑係數顯

示於圖八。

從日本煉油廠的因果關係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高度的管理階層對安全的

承諾會透過更多安全活動及訓練的強調來增加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假設 1a 獲

得支持。高度的管理階層對安全的承諾會影響更多監督管理的努力，但更多監督

管理的努力無法增加員工的安全覺知及安全行為，假設 1b 沒有獲得支持。

高度的員工授權會透過工作現場安全問題回報的增加來改善員工的安全覺

知及安全行為，假設 2a 獲得支持。高度的員工授權會透過增加的高品質的團隊

合作來改善員工的安全覺知，但高度的員工授權透過增加的高品質的團隊合作來

改善員工的安全行為不顯著，假設 2b 部份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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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的人際關係透過更多的安全活動的強調來增強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不

顯著，假設 3a 沒有獲得支持。和諧的人際關係會透過更多的高品質的團隊合作

來加強員工的安全覺知，但和諧的人際關係透過更多的高品質的團隊合作來加強

員工的安全行為不顯著，假設 3b 部份獲得支持。

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會透過高品質的安全管理系統來增強員工的安全

行為，假設 4a 獲得支持。較高程度持續改善的態度透過更多的高品質的團隊合

作來加強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不顯著，假設 4b 沒有獲得支持。

4.5 討論

4.5.1 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差異特性

根據表六的分析結果，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的差異特性可歸納成四個方向來

加以探討：第一，就安全領導層面而言，我們發現台灣在「管理承諾」與「安全

監督」顯著比日本高。高度的安全管理承諾，是指管理階層會積極宣導並推動安

全政策、關心員工在工作場所的安全、並願意投入資源改善工作場所的安全，同

時也會透過親自參與安全管理的過程，以展現他們對於安全的領導。另外，高度

的安全監督，是指主管會親自到現場視察，嚴格檢查安全作業、並給予明確的指

示建議。根據此兩特點，與日本相比，台灣的安全領導風格比較傾向是「由上而

下」的控制(Top-down control)方式。我們發現，日本在「員工參與」顯著比台灣

高。高度的員工參與，是指日本的管理階層會積極鼓勵員工參與討論，員工的意

見經常可被主管尊重及採納，對於任何的安全問題，員工與主管之間可以暢所欲

言。根據此特點，與台灣相比，日本的安全領導風格比較傾向是「由下而上參與」

(Bottom-up participation)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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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台灣煉油廠安全管理結構模型及標準化路徑係數 (所有路徑皆為顯著;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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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日本煉油廠安全管理結構模型及標準化路徑係數 (所有路徑皆為顯著;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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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安全管理層面而言，我們發現台灣在「安全活動」的分數顯著比日

本高，高度安全的活動，是指管理者認為安全訓練及活動是維持作場所安全必要

的方式，所以應該常在工作場所舉辦的安全訓練及活動以回應各種安全問題，他

們也期望透過安全活動及安全競賽的方式來進行安全訓練及管理，與日本相比，

這種方式則可稱之為反應式的安全管理( Reactive safety management )。我們也發

現，日本在「安全管理」及「持續改善」因素顯著比台灣要高，好的安全管理，

是指組織會設定安全目標、針對過去的事故編寫作業手冊、以及提出因應的防範

對策來確保安全。高度的持續改善是指，組織重視員工經驗的分享及回饋、而員

工也會主動提出安全前瞻性建議，根據此兩特點，與台灣相比，日本的安全管理

類型是屬於主動式的安全管理(Proactive safety management )。

第三，從團隊互動的層面而言，我們發現台灣在「和諧人際關係」部分比日

本顯著較高。和諧人際關係是指，工作場所人際關係良好、氣氛如家庭般和諧、

同事和諧比發揮個人能力來得重要、在工作時，需要先營造氣氛再開始工作。根

據此特點，與日本相比，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員工重視人際互動，所以組織的認同

度高，我們可以稱台灣的團隊互動方式屬於關係導向 (Relationship-focused

teamwork) 的方式。我們也發現日本在「團隊合作」與「安全報告」的部份，顯

著高於台灣。好的團隊合作是指團隊工作任務明確、員工在工作時較注重團隊的

任務及合作、對於問題發生不會迴避問題的責任。好的安全報告，是指員工有任

何問題，會向主管回報關於現場自己和同事所發生的問題，同時也顯示團隊成員

間有較好的溝通、協調、以及資訊的分享。根據上述的說明，與台灣相比，我們

可以稱日本在團隊互動方式屬於任務導向(Task-focused teamwork)。

第四，從個人安全績效的觀點而言，我們發現台灣的員工在「自我安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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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日本高，高自覺的安全效能是指，員工認為自己會以嚴謹的態度對待工作的安

全缺失、為了確保安全努力不懈。另外，我們也發現日本在「安全行為」、「安全

覺知」、等因素上，顯著高於台灣。高度的安全行為是指，員工在工作時會嚴格

遵守程序書、遇到工作上有任何安全問題時會馬上停止。高度的安全覺知是指員

工會注意工作現場所存在的風險、對工作的人或事保持作業上的警覺。上述的分

析中，我們發現相對於日本而言，台灣的員工安全態度與實際的安全行為之間有

較大的落差，造成這種低度態度行為符合(Low attitude-behavior congruence) 落差

的原因是，由於台灣是以由上而下的領導方式，透過安全訓練活動以增加員工的

安全態度及行為，我們可以稱台灣屬於服從驅動的安全行為(Conformance-driven

safety behavior)。相較於台灣，日本員工的安全態度與實際的安全行為之間則較

一致，造成這種高度的態度行為符合(High attitude-behavior congruence)的原因，

是由於日本管理階層強調由下而上的員工參與任務導向的團隊紀律，使得員工會

自發性的要求個人的安全態度與安全行為，我們可以稱日本屬於目標驅動的安全

行為(Goal-driven safety behavior)。綜合上述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差異的四個不同

層面的觀點，我們摘要整理成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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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差異特性

層面 台灣 日本

安全領導方式
由上而下的控制

(Top-down control)

下而上的參與

(Bottom-up participant)

安全管理作法
反應式

(Reactive)

主動式安

(Proactive)

團隊互動形式
關係導向

(Relationship-oriented)

任務導向

(Task-oriented)

個人安全績效
服從驅動

(Conformance-driven)

目標驅動

(Goal-driven)

4.5.2 台灣與日本安全管理模式之差異分析

從台灣與日本的安全管理模式中，我們發現管理階層對安全的承諾對於安全

活動以及監督有較強的影響，然而，過多的安全監督會負面的影響台灣員工的安

全覺知，對日本員工則顯示雖有影響但影響較不顯著。推測其原因，這可能是由

於太多的監督會讓台灣煉油廠的員工對於主管的指示產生依賴，容易造成安全覺

知的降低。對於日本煉油廠的員工來說，由於日本的員工較具團隊自發性及責任

感，因此，基層主管的監督對於員工安全的覺知影響並不顯著。

在台灣與日本煉油廠的模型中皆顯示員工參與會提升有效的報告文化，進而

提升員工的安全覺知及行為。這結論與過去的研究的結果(Geller, 1994)一致。員

工參與會促使員工願意報告工作上的任何安全問題，以及與同儕分享工作經驗上

的知識。透過知識的分享可以增強員工的安全覺知與安全的行為。另外，在日本

的模型中，我們也發現員工的參與會增進員工的團隊合作，進而影響員工的安全

行為。這個發現可以說明員工參與可以改善組織的資訊流，這些資訊流對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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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協調、以及合作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進而促進團隊間的安全作業，

並提升員工的安全行為。

持續改善的態度在台灣與日本的模型中也有不同的影響。台灣的模型顯示，

持續改善會透過團隊合作來影響員工的安全覺知，而日本的模型則顯示，持續改

善則會透過安全管理來影響日本員工的安全行為。對於台灣煉油廠的員工而言，

持續改善的態度會改善團隊成員間的資訊流，並增強員工的安全覺知。因此，我

們可以發現持續改善通常只影響台灣的員工的認知的層次(cognitive level)，然

而，相對於台灣，持續改善對於日本的員工的影響著重於行為的層次(behavioral

level)，日本的員工會主動發掘現場的安全問題及提出改善的建議，進而增進個

人的安全行為。

另外，在台灣的模型中我們發現，和諧的人際關係可以透過安全活動來增加

員工的自我安全效能，以及透過團隊合作來影響安全的覺知。安全活動包含安全

訓練及安全競賽，這些活動均需透過團隊合作來實行，因此，和諧的人際關係可

以激勵員工主動參與安全活動，進而促進員工有較高的自我安全效能。此外，和

諧的人際關係可以促進團隊的溝通，同儕之間會彼此的提醒有關工作上的安全問

題，使得團隊成員較容易建立對工作上安全的覺知。相對於台灣，日本的人際關

係則會透過團隊合作來影響員工的安全行為。這表示日本的人際關係會增加日本

的員工在執行團隊安全任務時的責任感，以及日本的員工會盡其所能的維護工作

現場的安全工作。

本研究嘗試從跨文化的觀點來探討台灣與日本安全氣候的差異特性，同時也

比較台灣與日本安全管理模式的不同。總結來說，在台灣的安全管理模式中，我

們發現多數的組織因素對安全覺知的影響比安全行為來得大。這樣的結果顯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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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組織因素對於員工安全績效的影響大多發生於認知的層次(cognitive

level)，亦即知識與覺知的層次。因此，在台灣煉油廠的員工而言，改善的重點

應在於強調行為安全(behavioral safety)的重要性。相對於台灣，日本的組織因素

對於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較大，顯示日本組織因素對於員工安全績效的影響大多

發生於行為的層次(behavioral level)，亦即行動的層次。因此，日本的管理階層的

改善重點應該著重於如何增進員工的安全覺知。不可否認，本研究目前的樣本僅

限於煉油廠的現場員工，煉油廠樣本的組織安全氣候特徵以及安全管理模式是否

可以適用於其他的產業及其他領域，則有待更進一步的驗證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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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後續研究方向

5.1 結論

近年來，安全文化與安全氣候的議題愈來愈受到許多研究者們的重視，誠如

安全氣候的研究先驅者 Zohar 所言，「回顧過去三十年的研究，組織安全氣候已

經被很多的研究證實在不同文化、產業、甚至是國家中，是一個重要的且強韌的

安全管理的領先指標，同時也有很多安全氣候量表被安全領域的學者所發展。累

積了過去豐碩的研究成果，現在應該是開始進行更深入探究安全氣候影響的時

候，研究者應致力於了解安全氣候的組織因素其影響的前因、中介、調節變數以

及它與其他組織因素的關係 (Zohar, 2010) 」，而本研究的目的頗能與 Zohar 的建

議相呼應。

本篇研究第一部份探討關係導向文化的安全管理，關係導向的文化普遍存在

大中華地區(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近來，已有愈來愈多的組織研究者對於

關係導向文化的管理模式有著濃厚的興趣，然而，回顧過去的研究，我們發現在

安全管理的領域，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試圖發展一個關係導向

文化的安全管理模式，本研究假設組織階層的因素會透過團隊階層的因素來影響

個人的安全覺知與安全行為。我們以台灣高風險產業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

現在關係導向文化中，安全領導的風格(管理者對於安全的承諾)與組織的氣氛(和

諧人際關係)會影響團隊階層因素(如，安全監督、安全報告、團隊合作)，進而影

響到個人安全覺知及安全行為。

第二部份則探討跨文化安全管理的差異，面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很多的企

業正快速將生產與製造的基地從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移往新興開發

中國家(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跨文化差異的管理問題愈來愈重要，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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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安全管理領域的研究，我們發現這方面的文獻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嘗

試從跨文化安全管理的角度，試圖探討台灣與日本其安全氣候的特性與安全管理

模式的差異。本研究以台灣與日本煉油廠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安全氣

候的特性為：由上而下控制的安全領導風格，反應式的安全管理方式，關係導向

的團隊互動，以及服從驅動式的安全行為。而日本安全氣候的特性為：由下而上

參與的安全領導風格，主動式的安全管理方式，任務導向的團隊互動，以及目標

驅動式的安全行為。此外，從安全管理模式的比較中顯示，在台灣，組織因素對

於個人安全績效的影響大多發生於認知的層次(cognitive level)，亦即知識與覺知

的層次。而日本組織因素對於安全績效的影響大多發生於行為的層次(behavioral

level)，亦即行動的層次。

本篇研究的結果將不僅提供我們在台灣的高風險產業以及其他關係導向文

化地區進行安全管理改善計畫的依據，同時也可以提供企業更有效洞察安全管理

如何從已開發國家遷移到新興國家的過程，有助於企業進行全球化的參考。

5.2 後續研究方向及建議

雖然本研究已獲得初步的成果，然而，仍有許多安全管理的議題有待後續的

探究，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目前亞太新興國家如中國大陸，已成為企業進行全球化最大的製造基

地，因此，亞太新興市場的跨文化安全管理的研究，將成為一個重要且有趣的研

究議題。過去，台灣一直是企業全球化的製造基地，且鄰近亞太新興市場，目前

正從開發中國家逐漸邁向已開發國家中。因此，後續的研究可以繼續探索台灣與

大陸市場的跨文化差異，讓本研究的結果可以包含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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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興國家，提供企業在安全管理上有更好的洞察。

第二，除了受到國家文化的影響外，不同產業間的文化，其組織安全因素的

特性也不太相同。本研究目前僅以煉油廠為樣本，後續的研究方向將可以著重於

探索不同產業的組織氣候差異特性，並從中找出不同產業的安全管理模式。另

外，不同的資本結構(國營或民營企業) 也可能會對組織的安全管理產生影響，

研究者們可以再進一步探討不同資本結構間安全管理模式的差異。

第三，由於本研究的樣本皆為現場的員工，先前研究已指出，現場員工與管

理者的安全次文化並不相同(Mearns et al., 1998; McDonald et al., 2000)。從管理的

角度來看，管理者對安全的態度與員工對安全的態度也應該不盡相同，而不同的

管理者又可分成高階、中階、低階主管，因此，另一個後續研究的方向將可以著

重於探索管理者與現場員工跨文化安全管理的差異，同時，也可以進行不同階層

管理者的差異比較。

最後，在一些常見的研究中常會發現，領導風格一直是許多學者所公認為在

管理上最重要的因素之ㄧ，不同的領導風格對於員工的安全行為有很大的影響

(Barling & Zachararos, 1999; Barling et al., 2002; Hofmann & Morgeson, 1999;

Kelloway et al., 2006)。特別是在關係導向文化中，家長式領導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Farh & Cheng, 2000; Westwood, 1997)。雖然，此次研究家長式領導並未出現在本

研究的調查中，然而這議題具有重要性，未來應可以作為後續的研究議題。而其

他的因素，如和諧人際關係在過去華人的研究中也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未

來也可更細部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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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問卷題目

公司管理階層強調員工安全的作業

公司的管理階層會提供足夠的資源來確保員工的安全。

公司的管理階層會改善職場中不安全的場所及問題點。
管理承諾

公司或工廠的管理階層關心每一位員工安全問題

在工作場合上，員工技術性、專門性的判斷能夠受到重視

在舉行現場改善或安全對策的會議時，會採納員工的意見

如果在安全方面有問題，會積極獎勵員工提出改善意見
員工參與

在工作場所，主管與同事之間都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

公司會彙集工作問題的建議或意見

由工作經驗所得的教訓或案例會向員工宣導

會記取過去引起事故的教訓，防止在同樣的作業中再度發生
持續改善

過去發生事故的經驗及改善方案會在安全活動裡討論

對於工作表現，只給正面的評價，不給負面的評價

主管通常會用處罰的方式來處理員工的安全疏失

即使沒有發生事故，只要是破壞了安全規則，就要受到處罰
責備文化

對於引起事故或虛驚事故之從業員，嚴厲地責備

在工作場所，人際關係良好

在工作場所，同事和諧比發揮個人能力來得重要

在工作場所的氣氛如家庭般和諧
和諧關係

同事間會相互營造好氣氛再開始工作

同事之間們會彼此報告安全的資訊

同事們會向主管報告安全的資訊

工作當中，如果有疑問時，我一定會向主管或負責人報告
安全報告

同事對主管報告時，會隱惡揚善

工作現場有其特定的安全活動

安全活動有助於維持工作安全

積極的安全活動，是有存在價值
安全活動

積極的進行安全品質管理活動

有關工作現場提出的問題，能確實提出解決的方案

在調查事故時，引起事故的肇事者會被邀請協助調查

公司針對安全作業守則的改變或因應事故的發生，編寫安全
作業手冊

安全管理

公司各組織會主動訂定安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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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之間彼此協助，以完成作業

同事之間有良好的溝通

大家會同心協力來防止事故的發生
團隊合作

在工作上，個人任務分工清楚

主管常在工作進行中給予檢查、建言或提示

公司的相關管理階層會積極的到現場視察

有關工作的計畫，能從主管那裡得到及時明確的指示
安全監督

主管會定期執行檢查作業

我一定會遵守安全規則或作業程序書

在工作前，我會檢查作業程序書或安全重點

對工作的判斷有所疑慮時，一定以安全的做法來執行

如果沒有辦法確保安全，就會停止工作

安全行為

我會認真的去發現工作場合中不安全的場所及問題點

那些不遵守安全規則或不遵守程序書的同仁，我會加以注意。

我會警覺自己工作現場可能會發生事故的因素

我認為作業現場有危險存在
安全覺知

同事會注意可能會造成安全事故的作業

我會為了確保安全，努力不懈

我會積極參與安全教育和安全訓練

以嚴謹的態度對待工作的缺失與事故安全自我效能

在工作場合中，瞭解職務所需，不斷充實自己新的能力或知
識


